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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运用空间分析与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利用 1991—1994 和 2000—2019 年中国百强县榜单数据及

中国百强县分阶段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百强县进退时空格局及其产业结构升级类型，进而回归检验百强县进入/退

出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百强县 1991—2019 年分布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总体格局特征。在入围频次、数量

及经济规模等方面，东部地区百强县都明显优于西部地区。(2)中国百强县空间演变呈现明显的趋海和趋城市群集

聚特征，2010 年前百强县向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集中，2010—2014 年略微向中西部迁移，2015—2019 年分布无明

显变化，且呈现东部集聚，中部、东北、西部等地区零散分布的稳定格局。(3)百强县入围趋势类型分为稳定型、成

长型和衰退型三类，稳定型主要分布在东部，成长型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衰退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及西

部。(4)百强县经济重心在 1991—1994 年变化最为剧烈，期间向南迁移 340km，移动速度为 113.6km/年，由日照市

东港区迁至南京市浦口区，而后每阶段迁移速度保持在 20～30km/年。(5)经济规模和地理集聚对百强县进退有长期

的、显著的积极影响，人口城镇化自 2010 年始对百强县进退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业化和服务业则没有此类显著

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集聚和城镇化进程有效促进了中国县域发展，而经济发达县域（如百强县）未必总由工业或服

务业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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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成为中国行政区经济体系下重要的增长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以中国百强县排行榜与

评估最具代表性，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评定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最具权威。百强县是对现行中国县级行政单

元的综合评价，参评对象包括县（旗）、县级市和部分市辖区，遗憾的是该评价工作并未延续。21世纪以来，中小城市经济发展

委员会《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报告》等分别对当年县域

综合发展实力进行过测评，虽然评估标准不同，社会对评价结果褒贬不一，但在一定程度上都为县域研究提供了素材。 

中国经济发展逐渐由工业为主要动力转向工业和城镇化共同推动[2,3]。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表明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与资本不断

向城镇聚集，城镇化与工业化互为因果，二者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4,5]。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的高速

发展
[6]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增速放缓与工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就业岗位增加不充分，不能满足城镇化需要

[7]
。超出经济发展与就

业增速、过高的城市化并非由工业化推动，而是由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造成[7,8]，即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往往是在城乡分割

背景下进行[9,10]。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能否如预测在 2024 年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顺利地向现代化目标迈进，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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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取决于“三农”问题解决效度[11]，因而县域综合发展的质量尤为重要。 

城镇化是未来推进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托和手段
[12]
。在全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发展新

常态形势下，县域作为促进城乡融合关键节点，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国土空间均衡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应当加强县城及建

制镇的城镇建设投入，以县域城镇化作为未来 10～15 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7]来解决城镇等级体系和规模结构严重失衡

问题，优化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现有关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动力与模式研究非常广泛，包括县域经济与工业化关系研究[13,14]，学者

研究构建了传统经济驱动、制度创新、知识经济推动、城乡互动的县域经济动力系统[15]，并从县域主导产业视角、空间地域视角、

经济运行驱动视角总结县域经济发展模式[16]，或是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总结出“寿光模式”“温州模式”等县域经济模式[17]。定

量研究关注全国范围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及其与县域经济的关系[18,19]。可以发现：①学界的探讨多以案例研究为主，

缺乏普适性。②早期针对全国县域定量研究的研究对象较为宽泛，缺乏典型性，结论较为浅显，未有更深一层突破。③国家战略

和地方政策多聚焦于城市和乡村层面，对县级行政单元的发展指引较少。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百强县为研究对象，刻画时空分布

格局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规律，进一步挖掘中国百强县进（入）退（出）的因素及影响机制，总结以百强县为代表的中国县域发展

有效路径。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中国百强县分布数据来源包括：1991—2019年中国百强县统计榜单数据来自 2013—2015 年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国

中小城市绿皮书》、2006—2012 年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报告》以及1991—1992、

1994、2000—2005 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动因探究部分面板数据来源包括：1991—2019

年中国百强县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及全国各省份的地区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城镇建设面积数据来自宫

鹏教授研究组 2019年发布的全球 30m分辨率逐年的城市不透水面数据（1985—2018 年）[20]，非农业人口数据来自于历年全国分

县市人口统计资料。综合所得中国百强县统计数据及 29 年间中国行政区变化建库，形成包含全国 274 个县（市）、5 个时间段

（1991—1994、2000—2019 年每五年一段）的百强县经济空间数据库。 

1.2 研究方法 

首先分析百强县的发展状况，包括入围次数、入围趋势、经济重心迁移三个方面，采用核密度估计刻画中国百强县在空间上

的密集程度，利用颜色深浅反映密度大小；再利用经济重心模型，进一步研究中国百强县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通过计算当年百

强县经济重心的位置，分析不同阶段经济重心的移动趋势，从而比较中国百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而利用百强县入围趋势

分类模型根据入围变化情况对百强县进行分类；最后探究促成百强县的影响因素并总结影响机制，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面

板数据回归分析，检验影响百强县入围空间格局的因素及其显著性，从时间维度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及变化趋势。 

1.2.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方法是运用广泛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考察规则区域中点密度空间变化、刻画点分布特征，其结果可以用来平滑地识别

并表示样本在研究区域内的集聚与分散情况
[21]

。核密度分析是以每个带计算网格点为中心进行圆形区域的搜索，越邻近目标点

的搜索范围其权重越大，进而计算每个网格点的密度值[22]。核密度函数值通过 ArcGIS 的 Spatial Analyst计算得到[23]。最终得

到百强县入围频次在空间上的分布图。 

1.2.2 百强县入围趋势分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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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各百强县发展水平的变化情况，综合所获得榜单数据，综合考虑每一年榜单的变化情况以及面板数据

对时间维度的要求，以五年为一个阶段，将研究时间分为 5个阶段：1991—1994、2000—2004、2005—2009、2010—2014、2015—

2019 年；通过统计每阶段百强县的入围频次，以时间段为 x轴，以入围频次为 y轴 1，做出入围频次随时间段变化的折线图。通

过图形观察 5个子时段百强县入围情况的变化规律，总结分析得到百强县的入围趋势分类模型。 

1.2.3 经济重心分析模型 

①经济重心模型。假设某一区域由 n个平面空间单元构成，其中第 i个单元的地理中心坐标或行政中心坐标为（Xi,Yi),Gi为

该平面单元的 GDP量，则研究区域经济重心坐标为[24]: 

 

②经济重心空间区位年际移动距离。不同年际区域经济重心空间移动距离的测度公式[24]如式（2）所示： 

 

式中：D代表不同年际间重心移动的距离；i、j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年份；（Xi,Yi）、（Xj,Yj）分别表示第 i年和第 j年的区

域重心地理坐标；R是地理坐标转换为平面距离的系数，取 111.111。 

1.2.4 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 

Logistic 回归是一种广义线性回归，因变量通常为二分类变量，取值范围为 0或 1，残差和因变量服从二项分布，Logistic

函数基本形式为（3): 

 

∅(z)是一个 sigmoid 函数，上式可以解释为：若将每个特征值都乘以回归系数再相加后的总和代入 sigmoid 函数中，得到

范围在 0～1之间的数值，最后设定一个阈值，大于阈值判定为 1，否则判定为 0。 

2 中国百强县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特征 

中国百强县在历年榜单上的入围频次可以很好地反映各百强县的发展水平；入围百强县的年均 GDP 能够反映其经济规模。

将二者可视化在地图上有助于研究百强县的地理分布状况，从而刻画中国百强县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特征。 

2.1 中国百强县县域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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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1991—2020 年的 24 次年度百强县统计名单显示：①百强县入围频次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北内陆逐渐降低，呈距离海

岸线越远而迅速降低趋势。②百强县在东部地区数量最多、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部最少，在形态上表现为东部地区百强县组团

分布，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零散分布；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密集分布于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其中苏南地区、浙北地区、辽东半

岛和山东半岛的百强县地理集聚度较高（图 1）。 

 

图 1 1991—2019 年百强县地理格局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 GS(2020)4619 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 2～图 3同。 

中国百强县 24次统计榜单中高频次百强县（统计时间内入围次数 50%及以上）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地区（73个），其次是东

北部地区（5个）、中部地区（4个）、西部地区（3个），尤以浙江、山东、江苏、福建四省分布最为集中。在高频次百强县中统

计时间内每年均入围的百强县共 13个，它们来自山东（5个）、江苏（4个）、浙江（2个）、福建（1个）和辽宁（1个）。 

图 2 为百强县入围时期年均 GDP 核密度图：①东部和中部地区（除广东省）百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年均 GDP 大多在

300 亿元以上；东北部、西部地区（除新疆、内蒙古部分地区）百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年均 GDP 大多在 300亿元以下，其

中部分百强县年均 GDP 甚至不到 100 亿元。②中国百强县经济水平具有地理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百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而西部、东北地区百强县的经济水平较低，表现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降低的特点，这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致。③

进一步分析 16个经济水平较高百强县（年均 GDP 在 500亿元以上）的分布可知，经济水平较高的百强县呈东部集中、中部和西

部分散格局。其中，东部地区 9 个（江苏 8 个，福建 1 个）；中部地区 4 个（江西、河南、湖北、安徽各 1 个）；西部地区 3 个

（陕西、内蒙古、贵州各 1个）。经济水平较高的百强县多数来自江苏。可见，这些百强县在全国的分布同样存在地理差异，东

部经济水平较高的百强县比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同类百强县在数量和能级方面均更胜一筹。 

2.2 中国百强县县域时空演变趋势 

通过刻画 1991—2019 年不同阶段中国百强县的地理空间演化特征，有助于研究中国百强县的空间发展规律。统计各阶段百

强县出现的频次，将百强县的空间演化过程分为 1991—1994、2000—2004、2005—2009、2010—2014 和 2015—2019 年五个阶

段。图 3显示，1991—2019 年百强县在地理空间上总体呈现集中—分散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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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 1991—2019 年百强县年均GDP 核密度图 

分阶段分析结果表明，1991—1994、2000—2004 年全国百强县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环渤海以及珠三角地区；2005—2009 年

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和以河南为代表的部分内陆地区；2010—2014 年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环

渤海地区，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和部分内陆地区；2015—2019 年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福建沿海地区和部分内陆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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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1—2019 年中国百强县地理空间演变趋势 

从时序变化来看，1991—2010 年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的百强县密集度不断增强，说明这段时期内百强县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在这两个地带，而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百强县的密集度变化不定，表明这三个地区百强县的发展情况较不稳定；相较前一阶

段，2010—2014 年我国内陆地区百强县的密度区分布范围越来越广，长三角地区密度逐渐降低，表明这一时期百强县逐渐由东

部向内陆地区分散，东部百强县越来越少，西部百强县越来越多；2015—2019 年百强县密度区的分布范围与前一阶段相比变化

不明显，表明近五年百强县的分布状况基本稳定。 

如前所述，1991—2019 年中国百强县的时空演化大致可以分为 2010 年之前和2010年之后的两个阶段：2010 年以前表现为

向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集中，2010 年后的一段时间内百强县整体向中西部迁移，而后逐渐稳定，呈现出东部集聚，中部、东北

部和西部零散分布的稳定分布规律。 

2.3 中国百强县县域经济重心迁移空间规律 

经济重心由 GDP 和地理位置两方面因素决定，地理位置保持不变，则重心的变化就反映了所代表地区 GDP 总量的变化
[24]

。

各百强县每年经济发展速度和 GDP 变化量不同，任何一个百强县经济的发展变化都影响着中国百强县经济重心的位置，中国百

强县经济重心偏移量便能够揭示各区域百强县发展的空间规律。 

为刻画各阶段中国百强县经济重心偏移轨迹，以百强县 GDP 作为统计指标，由于 2020 年榜单对应的 2019 年经济数据暂未

发布，统计时间截至2019年榜单，利用 ArcGIS计算 1991—1994—2000—2005—2010—2015—2019 年百强县经济重心的位置和

迁移方向（图略）。 

百强县经济重心迁移路线为 1991年（日照市东港区）—1994年（南京市浦口区）—2000 年（芜湖市南陵县）—2005 年（马

鞍山市花山县）年 2010年（淮安市金湖县）—2015年（蚌埠市五河县）—2019年（滁州市全椒县）。重心迁移方向表明，1991—

2010 年南—北变化非常剧烈，2010—2015年东—西变化较为明显，2015—2019 年西北—东南变化比较突出。历年百强县经济重

心的偏移轨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①1991—1994—2000 年经济重心快速向南偏移，这一时期中国南部百强县经济较北部发

展迅速，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2000—2010年百强县经济重心向东和向北转移，并在 2010—2015年继

续以较大幅度向内陆偏移；2015—2019 年经济重心再次略微向东和向南转移，使得东部百强县经济总量再次超越西部。②各阶

段经济重心偏移距离和偏移速度显示，中国百强县（市）经济重心的迁移从快速到放缓。1991—1994年经济重心向南迁移340.9km，

占总移动距离的 33.7%，说明该时期全国各地区百强县县域经济发展形势正处于一个激烈竞争的状态，南部百强县经济总量远超

北部；此后每一阶段经济重心的迁移距离都保持在 108～161km 之内，移动速度稳定在 20～30km/年，表明2000年开始百强县之

间的经济发展竞争态势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 

简而言之，中国百强县经济重心 1991—2010 年向南移动，2010—2019年向内陆偏移，这样的变化趋势与前文所述中国百强

县的时空变迁格局一致，表明中国百强县的评估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的影响。因此，深入挖掘经济

发展水平对百强县进（入）退（出）排行榜的影响作用对于丰富中国县域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4 产业模式视角下中国百强县入围趋势类型划分及其空间分布 

2.4.1 中国百强县产业模式的发展类型划分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主导产业类型联系密切，研究中国百强县的产业模式有助于理解其县域经济发展特征与途径。取 1994、

2004、2009、2014、2019 年 5 个年份中国百强县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截面数据作为五个阶段中国百强县产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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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分析依据，将中国百强县分为农业主导型、升级工业主导型（由第一产业主导升级成为第二产业主导）、工业主导型、升级

服务业主导型（由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主导升级成为第三产业主导）及服务业主导型。可以看出，中国百强县以工业主导型和升

级服务业主导型居多，其中升级服务业主导型的百强县绝大部分分布在沿海地区，良好的地理区位便于外部联系。 

2.4.2 中国百强县入围趋势的类型划分和地理分布特征 

利用百强县入围趋势分类模型（各阶段入围次数保持不变的百强县为稳定型，整体看各阶段入围次数增加的百强县为成长

型，整体看各阶段入围次数减少的百强县为衰退型），综合考虑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将百强县分为三种类型：稳定型（17 个）、

成长型（88个）、衰退型（65个）。根据分类可以得到中国百强县入围类型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百强县的入围类型各有特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百强县覆盖了三种类型，以衰退型和成长型居多，这两种类型分别占该地区百

强县数量的 57.4%(93 个）和 33.6%(55个）；中部地区百强县大多数为成长型，占该地区百强县数量的75.0%(27个），其次是衰

退型占 25.0%(9 个）；西部地区百强县以成长型和衰退型为主，两种类型分别占该地区百强县数量的 70.4%(19 个）和 29.6%(8

个）；东北地区百强县主要为成长型和衰退型，各占该地区百强县数量的 47.0%(7个），稳定型占 6.0%(1个）。分类型看，稳定型

百强县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区，成长型百强县主要分布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衰退型百强县主要分布在东部、东北地区。 

2.4.3 产业模式视角下中国百强县入围趋势类型的地理分布特征 

将中国百强县的主导产业类型与入围趋势类型相结合，可以得到产业模式视角下的百强县入围趋势类型，分为以下 11种类

型：农业主导衰退型、工业主导衰退型、工业主导成长型、工业主导稳定型、升级工业主导衰退型、升级工业主导成长型、服务

业主导衰退型、服务业主导成长型、升级服务业主导衰退型、升级服务业主导成长型、升级服务业主导稳定型。其中数量最多的

6种类型是工业主导衰退型（77个）、工业主导成长型（66个）、升级服务业主导衰退型（34个）、升级工业主导成长型（20个）、

升级服务业主导成长型（19个）和工业主导稳定型（12个）。其余五种类型的百强县共有 12个。 

说明自 1991 年来百强县的成就具有长期发展工业为主要特点（如浙江诸暨、山东龙口、福建晋江等），而百强县的衰退也多

具有在工业化过程中遭遇困难的特点（如河南义马、湖南浏阳、广东开平）；还有少部分百强县顺利地从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主

导升级成为第三产业主导（如辽宁海城、四川西昌、浙江象山等），但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百强县跌出了榜单（如陕西

靖边、浙江瑞安、新疆石河子等），其中既受到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影响，也与地方政策制度有关，这在县域产业模式转型升

级中需格外警惕。 

那些长期入围榜单的工业主导型百强县的成功路径和经验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以山东龙口为例，龙口县长期位列百强

县榜单前列（1992 年 38 名、1994 年 34 名、2000 年 20名、2005 年 18 名、2010 年 24 名、2015 年 12名、2020 年 11 名），地处

环渤海经济圈、胶东经济圈和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核心区，区位条件良好、制度环境优越，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部门齐

全[25]。过去龙口以金龙电风扇、龙口粉丝、龙丰方便面、威龙葡萄酒闻名，“十三五”期间山东提出“新旧动能转化三年初见成

效”，铝产业在龙口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端铝材料是龙口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其中南山铝业作为龙口铝业龙头企业，是德国宝

马、上汽通用等国内外著名品牌制造商的供应商，“十四五”期间龙口进一步部署建设综合保税区、华为“一体一园”战略级项

目，推进龙口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创新[26]。 

3 中国百强县进退格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选取变量和建立模型 

影响百强县入围的因素与机制是复杂的，本研究将从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城镇化、制度和地理集聚五个方面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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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否入围百强县作为被解释变量，入围取 1，否则取 0。城镇化指标分为人口城镇化指标和土地城镇化指标[27,28]，其中土

地城镇化指标用人均建成区面积来考察，建成区面积是空间及实体城市化状态的主要描述变量，也是城市建设投资、非农产业与

人口聚集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要素的综合体现
[29]

。除城镇化外，工业化也是影响城市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本研

究的考虑因素。根据前人研究，开发区的规划建设能够提供良好的政策优惠和基础设施等生产环境，从而吸引企业集聚，利于地

方发展，因此引入是否有市级以上开发区这一指标以考察对县域发展的影响。考虑到城市之间可能存在的集聚效应，本研究引入

省内百强县数量这一指标验证集聚效应对强县发展的影响。此外，借鉴前人研究，引入市场化、政府活动和投资等经济增长决定

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中国百强县进退格局实证分析指标。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故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百强县进退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进行检验，并从时间维度分

析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的变化趋势。中国百强县进退格局的先验方程表示为公式（4）。公式（4）表明中国百强县进退格局

是县域经济规模、工业化、城市建设投资、市场化、政府活动、城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制度、地理集聚的函数。 

 

式中：Tit表示第 i 个百强县 t 期是否入围榜单，入围记为 1，否则记为 0;lnGDPit为人均 GDP 的对数；lnSTRit表示工业产值

比重的对数；lnLOANit表示金融活力的对数；lnSPENDit表示财政支出比率的对数；lnINPUTit表示物质资本投资率的对数；lnURBit

表示城镇建设面积的对数；lnPit表示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对数，由于统计口径发生改变，自 2015 年开始各县陆续停止统计非农业

人口数据，故该项指标从 2015 年开始不予考虑；lnTERit表示服务业比重的对数，由于 1991—199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大量

缺失，故 1991—1994 年不加入此项指标；PARKit表示是否有省级以上开发区，有记为 1，否则记为 0;NUMBERit代表省内百强县数

量，用以考察集聚效应对百强县进退格局的影响；εit为误差修正项。 

3.2 影响百强县进退格局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为揭示各阶段中国百强县县进退格局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利用全国 274个县市（其中阶段Ⅰ117 个县市，阶段Ⅱ125 个

县市，阶段Ⅲ143 个县市，阶段Ⅳ158个县市，阶段Ⅴ148个县市）5个子时段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方程（4）。首先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阶段Ⅰ、阶段Ⅲ、阶段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阶段Ⅱ和阶段Ⅴ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各因素的作用机制如图 4。 

从各变量各阶段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经济规模和集聚效应是影响百强县进退最关键的两类因素，这印证了前文所述百强县

具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特点。 

各阶段工业化对百强县的影响作用都不显著，其中第三阶段和第五阶段经济结构工业化反而对百强县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

影响，显然百强县并非都是工业强县。综合而知，由农业主导升级为工业主导甚至服务业主导与工业主导一样都是百强县的产业

发展模式，说明许多百强县已经处于经济结构工业化后期或更高级阶段。 

各阶段服务业比重对百强县进退影响作用都不显著，其中第二、第四和第五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百强县入围情况表现出

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百强县并非皆为服务业发达县，这也印证了前文所得结论：在产业模式演变过程中不少百强县都在主导

产生升级成为更高级的过程中遭遇瓶颈并退出了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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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国百强县进退格局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经济规模在各阶段都对百强县入围情况产生促进作用，且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在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阶段都分别在 0.01、

0.05、0.01 和 0.1 的水平下促进作用显著，并在近 20 年来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说明在进入 21世纪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趋

势下，随着地区间竞争趋势的不断增强，经济规模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某一县能否成为百强县。 

城镇化指标回归系数显示，第一阶段土地城镇化对百强县的入围情况表现出负向作用，但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显著，

第二阶段在 0.1 的水平下表现出显著的负作用，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我国的县和乡村盲目开展土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县域

发展，第三、第四和第五阶段土地城镇化系数皆为正，并且在第五阶段回归系数非常大，但是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表现不显

著，说明在这期间由土地开发推动的城镇化对县域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人口城镇化指标的回归系数显示，2010 年以前人口城

镇化的作用都不显著，自2010年开始人口城镇化在0.1 的水平上对百强县入围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自

“十二五”以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中央核心工作任务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34]。 

集聚效应回归系数看，各阶段回归系数皆在 0.0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基本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说明集聚效应在各阶

段对县域发展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可以说，省内百强县数量越多，该省中的县能够晋升成为百

强县的几率就越大，这一方面显示出强县发展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也许与一省之内的县域发展政策有关。另外，市级以上开发

区的设立对能否成为百强县不存在明显的影响（第二阶段开发区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原因在于早期大部分县域样本不含开发

区，数据不足），可以认为百强县发展不总依赖于特定的开发区政策的支持。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 1991—1994 和 2000—2019 年中国百强县榜单及其对应的中国百强县 1990—1993、1999—2003、2004—2008、2009—

2013、2014—2018 年分阶段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中国百强县的时空分布格局和经济空间特征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得出：①1991—2019年中国百强县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总体特征。东部地区百强县的入围频次、百强县数量和县域GDP

明显高于西部地区。②中国百强县时空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91—2009 年百强县向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集中，2010—2014

年百强县略微向中西部迁移，2015—2019 年百强县分布情况无明显变化，呈现出东部集聚，中部、东北部和西部零散分布的稳

定分布规律。③产业模式视角下中国百强县入围趋势分为 11种类型，其中数量最多的 6类是工业主导衰退型、工业主导成长型、

升级服务业主导衰退型、升级工业主导成长型、升级服务业主导成长型和工业主导稳定型。④中国百强县经济重心在 1991—1994

年迁移最为剧烈，期间向南迁移 340km，移动速度达到 113.6km/年，而后每阶段迁移速度保持在 20～30km/年。⑤中国百强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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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明显的经济水平高的特点，并且经济规模对县域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百强县在各阶段都受到地理集聚的显著正面

影响，2010—2014 年人口城镇化较土地扩张造成的城镇化更显著地促进县域增长，其他阶段二者对于县域增长都没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表明盲目的土地扩张会对县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举措，开发区政策则

对县域增长没有明显影响。⑥工业化或服务业主导是百强县的产业发展特征但不是百强县的驱动因素。 

尽管百强县评选标准和评选意义受到诸多批评与质疑，百强县榜单在反映县域经济竞争力方面的意义远大于其反映县域综

合竞争力的意义，作为经济强县百强县对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仍然重要。在推动县域发展、增强城市整体竞争实力背景下，地方政

府改革县制、扩大行政中心辐射范围，撤县设区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第三路径。为打破市辖县行政管辖架构造成的区域性城乡

分治困境，“省直管县/县级市”体制与“强县扩权”被寄予厚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在积

极推进县域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需合理开展城镇建设、优化县域城镇化格局与质量，继续推进和落实“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推动城镇化的中央经济工作任务。另一方面，鼓励欠发达县和地区调整升级产业结构、规避潜在风险，充分挖掘市场化

资源配置潜力。未来关于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研究应不仅仅聚焦单一的城镇化或是工业化，关键应突出县域职能定位及其与城市

功能区的联系，充分转化县域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积极做大做强县域特色经济，实现县域城镇化的特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好地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地级城市统筹中心城区带动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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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 1993年百强县榜单缺失，为确保前后时间段的统计意义一致，故第一阶段中出现 3次记为 5次。 


